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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济世，培养史心——钱宾四先生新儒学史学观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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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史学家当然不应是口宣敕旨的宣传员，也不会是照本宣科的村学究。家乃私家之谓，史学家之成立在

成一家之言。此成一家之言，在钱先生，不仅是对中国历史自有一套解释体系与哲学的历史观，还包括对史

学这门学问的确定的看法亦即史学观。诸凡史学的性质或意义，对象或范围，功用与目的，钱先生的史学观

都已指涉。其中，有的我过去曾作过探究，不再重复。本文主题在略论，钱先生所揭橥的“经国济世”、“培

养史心”，乃是他表述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的史学观。这里，意义与功用是史学这门学问所内具的，是治

史目的之根据，三者其实一体。 

[关键词] 牟宗三，第三期儒学（儒学第三期之发扬），道统，学统，政统 

 

一 

综观钱穆宾四先生兼治四部的一生学术，显然，仅仅把他定位为史学家是并不恰当的。

但若说史学是他的当行应工，说他是当代中国并不多见的学无依傍、更无任何政治背景而卓

然自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却可以确定无疑。 

史学家当然不应是口宣敕旨的宣传员，也不会是照本宣科的村学究。家乃私家之谓，史

学家之成立在成一家之言。此成一家之言，在钱先生，不仅是对中国历史自有一套解释体系

与哲学的历史观，还包括对史学这门学问的确定的看法亦即史学观。诸凡史学的性质或意义，

对象或范围，功用与目的，钱先生的史学观都已指涉。其中，有的我过去曾作过探究，不再

重复。本文主题在略论，钱先生所揭橥的“经国济世”、“培养史心”，乃是他表述史学的意义、

功用与目的的史学观。这里，意义与功用是史学这门学问所内具的，是治史目的之根据，三

者其实一体。 

二 

史学观是对史学本身的思考。按照钱先生治学应明体达用的学术观，学问必有体有用，

但欲达其用却必先明其体。此即谓须先对学问的性质加以确认或规定。这个确认或规定，也

就是现代学术的所谓下定义。史学亦然。对史学的定义，钱先生不是采取西方式的用一句话

来加以说明；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规定性说法，从整体上与内涵意义上，独特地处理了中国性

格的史学是一门什么学问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钱先生所作的史学性质的处理，包含有三层．意义，即现在学科分类所理

解的一般的历史学意义，与历史哲学意义和儒学意义，而为一内外俱表、事理无碍融和合一

的整体性规定。他认为，史学是人事之记载，是人事之学。勿庸讳言，从事上来定义史学，

应当说还停留在一般的历史编纂学记载学的意义上。这也是：所有的史学家都不否认而共有

的史学观。但这个史学观不能认为是完全的，钱先生事实上并没有满足于停留在这个一般意

义上来规定史学。在他的种种规定性说法中，有引人注；意的三句话，这就是： 

“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史学实即儒学”。“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 

显而易见，这三句话当然是有义理意义的新说法，它包含了史学是人事之学的一般意义

而提升到历史哲学意义和儒学意义。 

史学当然离不开人事之记载，这应视为史学的基础，否则，徒托空言。所以，钱先生言

及此处者甚多。但钱先生认为历史的记载须恰当，而恰当的记载不仅在保留已往人事与已往

的经验，更要在观察了解全部的人生，来求得其中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恰当的

历史记载。而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种观察了解呢？ 

钱先生指出该先懂得运用某一套眼光。这某一套眼光，顺他的生命史观的理路所指陈，

就是一长时间即历史时间的观念。由此生命史观，由此长时间观念，可以认识到历史不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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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存在，而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存在。它虽有变化却不断绵延，是一不可能从中间切断

的大生命。由是，乃可恰当观察了解历史的全部，求得并发挥其中的意义与价值。历史之有

意义与价值，即在历史是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因比，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是研究

与把握大生命即文化生命历史生命之学。 

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这是钱先生史学观中首出的贯通其全部史学的观念。应当指出，

这个史学观，其观念根源是不能追溯到西哲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上去的。据钱先生多次所言及

的，其义理乃显发自孟子。显发得最详细完整的一段，见于《中国历史精神》第 4 至 5 页： 

孟子书中有一白话，可用来讲这一意义（指“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未来”——

引者按），它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所经过的一切都化了，所保留存在的却即是神而莫

测。历史上一切经过都化了，有的没有了。但它化成了今天。今天的一切还要化，这个化便

孕育：’将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所以说是神。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

才始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乏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

有了这精神，才能成为历史。如果过去的真过去了，不能透达到现在，这是无生命的过去，

就没有历史意义，没有历史价值了。如果我们只有今天而没有了明天，这个今天，也就没有

历史意义和价值。我们一定要有明天的今天，这个今天，才是历史的今天。历史就是要我们

看这一段人生的经验，看这一番人生的事业，直从过去透达到现在，再透达到将来。人生的

意义就即在这里，人生的价值也即在这里。我们要讲的历史精神，就要把握这一点，从过去

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生命才有这力量，可以从过去透过现在而

直达将来。所以历史时间不是物理学上的时间，不是自然学科里的时间，这一秒钟过去了，

那一秒钟还没有来，这一秒钟是现在，那一秒钟是将来，可以指说分别。人文科学里的时间，

有一个生命在里头，从过去穿过现在而迳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

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

命的学问。 

配合着生命史观和历史时间的眼光的史学生命观，是钱先生最基本的史学观念。换句话

说，生命之学是钱先生对史学性质的最基本规定。而这个规定实际是儒学意义的，盖儒学就

是生命的学问。钱先生之意即如此，故又以“史学实即儒学”和“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

学”两句话，对此儒学性质作进一步的规定并将它凸显出来。 

“史学实即儒学。，这是一个非分别的说法。在专家之学发达的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说法。如果高标“知性”的专家们却连《十三经》都未翻阅过，《史记》《汉

书}都未看过，对这一说法是不会真有理解的。然而，这一史学观念，钱先生是从整个中国儒

学史和中国学术文化史的考察中得出来的，简言之，是一从史实中平实地叙出的学术命题，

也即是受到中国儒学史和学术史支持的观点。在《中国学术通义》首篇<四部概论>的<史学》

章中，钱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历史精神和六经学问内容的考察中，揭示了经史之学实密

切相通。接着次篇《中国儒学和文化传统>考察儒学本身的演变，通过①史学本为经学之一部

分，②孔子之学本即是史学，③究（史学观念独立以后的）马班史学之渊源，乃皆从儒学经

学来，这三层事实也可谓三个论点的揭示与论证，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实即儒学，此因经学

即儒学，而史学又即经学也”。 

这一个观点，既是一历史的表述，同时也是钱先生对史学性质的规定性说法。就在这同

一篇文章中，钱先生即又从学术的内容和性质来比勘先秦道墨法诸家意见与《论语》孟荀的

异同，进而强调了“史学即儒学，其说至明显”。其后在譬中国史学名著》中继续强调“史学

即经学，经史一贯”，“史学从经学中衍出，亦即从儒学中衔出”。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

则强调史学为通儒之学。而在其最后结集的噬中国史学发微））中，其（序）开宗明义，即谓

治中国学术皆当以孔子之学为法，盖孔子之学兼四部，《春秋经》即史，《论语》是子亦可谓

一集部，而先秦诸子学实无一而非源自史学，史与子与集三部实可通而为一。其正文又强调

这一部中国史亦即一部中国儒学精神史，并谓杜佑著噬通典》，有功史学，实亦一种儒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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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啻谓中国史学精神亦即一儒学精神。凡此种种都支持了“史学实即儒学”这一观念。说

这一观念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判断，而更是一个学术的全称判断，是并不违背钱先生的意思的。 

第三句话，“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是钱先生从中国正式史书的第一部《西周书》

应属周公和第二部《春秋》乃孔子所作，即从中国史学发生学上直接得出的。这个说法是很

容易理解的，史学既实即儒学，自然也可说是一圣人之学，顺理成章。 

这三句话内涵一致，都是对史学的生命性的规定与确认，而后二句话又是对其儒学意义

和文化根源的厘定与确认。其学术意义，就在于以史通于经，通于子集，将考据、辞章、义

理、经（国）济（世）四成分兼括会通成一学问大体，也就是完成一有体有用的史学。 

还须指出；，在这会通兼包四成分的史学大体中，钱先生极重视义理。他认为一切考据之学，

应以义理、辞章为基本。而辞章之学之背后，便有个更高的义理。义理是评判历史的标准。

而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要是非不谬，那就有关义理。

在钱先生看来，不内涵一义理观，史学这门学问根本就不能成立。他说，不辨是非，如何来

讲历史。首先应该培养义理观念，否则如何来研究历史。要学中国史学，便不得不懂中国人

的义理之学。钱先生如此强调义理哲学在史学中的重要性，还在于义理的存在性、生命性。

他说：“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 所以，对曾国藩所言“读经史专主义理”，

他是赞许采纳的。 

钱先生的史学观中，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很值得令人注意，这就是对情感的重视。他认

为历史很复杂，多方面的史事，能一条线讲下，此处便要辞章之学。而文学辞章之内容，则

主要在人之情感。“无了情感，还讲什么文学史学”。生命本来就不是无情物，有意有智亦有

情，钱先生自有一套心统性情与智情意三分说为之理据，此处不待赘说，可详阅《双溪独语》。

但须指出的是，钱先生这里所说的情，是正而不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故既是主观

的，亦是客观的。时下有些新进学者以为治学有情乃是不客观，实乃对正而不偏、主客观统

一的情感与偏在个人的不正的情欲未能分辨之故。史学这门学问不能排斥情感的观点，亦即

在《国史大纲》卷首语中所表述的一读史信念：应对本国已往历史抱有一。温情与敬意。。唯

此情感是正而不偏、主客观融会合一的，所以钱先生晚年反省自己“平日读书写作；常不免

带有感情”，“正是一优点”。无情感则不能讲史学这一观点，不仅是钱先生对史学须会通文学

辞章的说明，也是对史学乃一生命之学的很好的补充说明。 

乾嘉以降，其恒订考据之流风余韵配合着东渐西风，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标榜所谓

“为学术而学术”所谓纯知性纯客观，只追求一个一个的证据，而看轻从学问大体来求大义

之融会与贯通，此即便不是主流，亦是最时髦最领风骚的。对此。钱先生是很不满意的，不

断著文予以批摘。在收入《学龠》的<近百年论读书>一文中，曾顺藤摸瓜，较系统地批评诸

如此类的寻题目作文的博士之学名士之学之种种病症，指出其病之根本就在不从大义大体上

用心，流于琐碎，把学问与社会分离，与时代汗格隔绝，与身世两无关益。也就是视学问为

死学问。钱先生会通成大体的史学观，可以说，正是对此死学问的治疗。这个史学观将史学

这门学问与民族社会大群人生实际人生联结起来，与民族文化生命个体生命联结起来，从而

把被现代学科分类与盲目标榜纯客观的学风处理成知识性走向的史学观，创造性地转升为生

命性文化性的史学观，重建了对大群人生实际人生有实用的史学。同时，历史文化生命是一

整体。因此，这个史学观也赋予了史学是人事之学命题的新意义。这就是视一部历史只是一

件大事，而不是把它们一件一件拆开来，互不关联地看。换言之，钱先生所持的人事史学观

是一全体整体人事观。 

现在，已不难看到，钱先生以其种种规定性说法所界定的史学，实际是以历史编纂学记

载学为基础力外延为具体内容，以生命之学为基本性质，以历史哲学价值观为内核，三者一

体的大历史学。这个史学实亦是生命史学、文化史学、整体史学、有情史学，是中国学术文

化传统的会通史学、通儒史学。换言之。钱先生所持的史学观，是一大史学观、生命史学观、

文化史学观、活史学观、整体史学观、会通史学观、有情史学观，而此种种均可包涵在通儒



4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7-9-16   

史学观下。 

然而，这三句话都是钱先生自出手眼，戛戛独造的，所谓发人所未发。因此，可以概括

为他对史学的基本的创造性看法。但既是创新，又来自传统，不悖传统。于此，钱先生自己

有说。他在《史学导言》中就几次说，他讲史学，加了些新观念，好象都是自己的新观念，

其实都是中国古人的旧理念。由是，我们可以判认，钱先生所持的史学现．乃一中国文化传

统性格的史学观，一新儒学意义的史学观。 

三 

经国济世，在钱先生的史学观中，既是史学会通大体中的成分，同时也是此大体之用。

他是极推重这个用的，认为经国济世是史学的最高境界，史学若不能经国济世终非所学之最

高境界，不免仍成空沦，非实学。这样的学问，只是死学问，空学问。 

那么，如何才能发挥此经济之用，达到此史学之最高境界呢？ 

按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分判，有三派，一日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

二日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批评传统派与科学派同偏于历

史材料，其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是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世现实无预。考订派更是往往

割裂史实，将活人事换成死的材料，虽号客观尚实证却不识全史与国族文比成绩。此大致亦

即前述钱先生所批评的不从大体大义上用心的博士名士之学。对革新派，在肯定其要将史学

与当身现实相结合的主观努力之后，紧接着针砭了其种种弊病。要言之，批评其所谓绾合者，

其实乃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并不能真切沉浸于已往的历史和知识中而透

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亦即无直接的历史根据，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此批评，实即揭

出革新派治史学之根本病在无独立性。按钱先生的学问体用论来批评，轻则不能明体达用，

乃求用心切；重则是无史学自体之用。然而，“要有体有用，这才叫做经济之学。”所以，钱

先生说，革新派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也就是谓不能达到经国济世之境界。 

对这种无自体无大义无当史实的革新派史学，钱先生非常不满意，而尤不满意其工具性。

他批评其中的维新史观不过是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唯物史观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

具，均无当于国史实际真相。其实，无自体无大义，必无当史实真相，自必无独立之自体，

致其降为政党权势与政治之臣虏之工具史学亦其宜也。此所谓工具史学，亦即以政党权势之

主义、思想、意向及政策为体为用。此类工具史学，在钱先生当身所处之当代中国，可谓比

比皆是，举目可见。钱先生认为此派史学影响最大，谬种流传，绵延不绝，害亦最大，造成

了今日国人对于国史最为无识。由是他强调，现代中国需要创建的理想的新史学，其“尤要

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显然，钱先生

是以客观的独立性为史学达到经国济世之用的先决条件、不可或缺的前提的。 

然而这种独立性不是人为的，是来自会通史学之大体、通识历史之大义。钱先生明白说，

治史当先务大体，从全史大体上融会贯通见真实系统，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事务有贡

献，并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明体达

用，由体及用，有体方有用。故虽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毕竟“明体达用，而求用心切却

不一定能明体”。一定。要把学问上这几个成分（引者按；即考据、辞章、义理、经济）都包

括在内，而完成一大体。有此一大体，自可用来经国济世，对大群人生有实用。” 

由是可断，钱先生所谓经国济世，不仅是史学应有的目的，其实却是自有的本有的意义

与功用，乃是明体达用、由体及用、体用不二之用。只要完成此会通大体，真能昭示全史真

相，发挥历史真精神，亦即能独立发经国济世之用，所以，钱先生的通儒史学观确定经济为

史学大体之成分，又以之为史学之用之境界，这就从理论上厘定了经国济世为史学自体之用，

保证了经国济世之用的独立性。自孔子以私家著史以来所确定的独立性，一直是中国史学的

真传统。此一传统，在当代中国，被破坏得最厉害。钱先生会通大体的史学观及对史学的独

立性之揭示标举，对无体之用之批评，重建了这个优秀传统，同时亦与种种宣传史学工具史

学划清了界线，展示了独立发用的史学经国济世之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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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因经国济世是史学自体之用，因此，钱先生提出，史学必具备两基本条件：①能昭示

历史文化真相，②能映照现代种种复杂之问题。其说集中见于《国史大纲·引论》与《中国

历史研究法》附录<略论治史方法>。后者实为前者所一初本，故兹仅引《国史大纲·引论》

所说。<引论>谓当国人对国史无真知识的今日之中国，尤需新通史。此新通史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文化

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在中国种种复杂之问题，为

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接此又补充指出，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

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征候，为

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 

显而易见，钱先生实以此两条件为新通史之体，而此两条件亦实已融会了考据、辞章、

义理和经济四成分而成一大体。若不能融会此四成分，当然说不上什么昭示全史真相与由统

贯旧史中映照现实问题。此可见钱先生由其史学观所欲创建的新通史，不是纯知识意义的，

不是书本文字的案头史学，而是内具文化意义的文化之史学。经国济世是被钱先生视为史学

自体所能亦所应发挥的功用，上述补充说明的正是史学之经国济世的意义与功用所在。 

与此新通史密切相关的，钱先生还提出“治古史本求通今” 与“要根据当前的问题来推

究”的重要史学观念。这就是说，治史不是为知识而知识，治史者必须以国家民族当前事变

为出发点，有解决当前问题之用心。这两个观念加强了经国济世的史学观，凸显了史学之经

国济世的功用与目的。 

此能昭示历史文化真相与映昭现实种种问题云云的新史学之两条件，简言之，就叫做鉴

古知今，或者亦可谓是钱先生对鉴古知今之古训的意义之诠表。他说：“治平大道，则本源于

人类以往之历史。治乱兴亡，鉴古知今，此为史学”。 而且，“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

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此亦即“究往穷来”。 

可以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构成了钱先生史学经国济世的整体性功用，亦是顺钱先

生历史大生命长时间观念之内在理路所必有之表述并从中获得理据。由是可知，在钱先生的

史学观中，史学之经国济世意义与功用，归根结蒂，在能绵延与开新民族历史文化大生命。

而史学之所以有此鉴古知今与究往穷来的意义与功用，亦就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大现在，上

包过去，下包未来”，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全部历史又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是活的大

精神大生命，生命不可能从中间切断，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将来。一言之，是

因为史学是一生命之学。此大现在、大生命、长时间的观念，此史学是一生命之学的观念，

落到史学对象或范围沦上，即“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长时期上下古今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

象”，而其出发点亦必是“当前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说，按钱先生的史学观，经国济世之

意义与功用及目的，是通过鉴古知今与究往穷来这两途来展现来实现的。所以钱先生强调说，

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真精神。 

钱先生明白说，所谓学问成就大体以经国济世，也就是汉儒通经致用之大意。学以经国

济世，这在中国，叫做治平之学。而所谓治平之学、经国济世之用，实即儒家治国乎天下的

外王学。钱先生也是把史学确认为儒家的外王学的。他说，儒学主要本在修齐治乎人事实务

方面，而史学所讲，主要亦不出治道隆污与人物贤奸之两途。前者属治乎之道，后者则为修

齐之学，并谓治平是外王之学。钱先生将经济融括入史学大体至提出建立新史学之必备两条

件的一系列观点，其意正在强调在积衰积病的今日之中国，“发挥史学，正该发挥出一套当前

辅衰起病之方”，指导现在，指示未来，成就经国济世即治乎之大用。如是，钱先生的史学，

由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上，通向了儒家的外王学。 

四 

有意思的是，钱先生的史学观更有一儒家心性论立场。这个立场，由以“史学即心学”

来诠读实斋史学而集中表达出来。盖这个诠读的取向是肯定性的，与钱先生历史唯心观一致。

他多次表达了这历史唯心观，说：“历史乃人心之积累”，“中国史学必先重人，重其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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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中国史实，亦可称为一部心史。舍却此心，又何以成史?”余不赘引。他还曾论述，中国

的心性之学乃由现实生活中自我修养体悟所得与旷观历史情实社会人群繁变两途会通合一而

成，此所谓旷观历史以往情实亦即史学。这是从构成沦上来说史学与心性学的结构性关系，

与“史学即心学”的说法，角度虽异，在意义与内涵上却并无二致。 

而钱先生的史学持有心性论立场及此“史学即心学”的认定，其实亦不奇怪，生命的学

问、儒家思想之中心即是心性论，即使是案头儒学家也有此认知。钱先生是把整个生命都投

进去的通儒，自亦作如是观，如谓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在归本于人之性情。谓中国人言

心，实即是生命，等等。《师友杂忆》中所记述的与冯友兰那场关于中国理学家论理气必兼论

心性的争议，更说明，在钱先生看来，不讲心性沦，非但算不上理学，亦是不能真懂宋明理

学。生命之学、儒学、圣人之学既被钱先生用以规定史学的体性，其史学观自必持有亦是涵

有一儒家心性论立场和“史学即心学”观，这就是在逻辑上也衍得出来。 

“史学即心学”观是前述三者一体的史学观的更深入的说法，亦可谓是其一内涵的规定。

儒家心性论则即是其内圣学。这个说法与心性论即内圣学立场，置放在史学的意义、功用与

目的论上，其直接表达，一言之，就是培养史心。展开地说，则是求取史识，培养史心，作

一正面的历史人物，一成人，而尤重在培养史心。这显然都属于内圣事。明言之，这在钱先

生看来，与经国济世同样，亦是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所在。 

钱先生曾提出世运兴衰与人物贤奸为治史八字诀，谓治史必该从此八字着眼，从此八字

入门，亦在此八字归宿。亦即以此八字为史学两大内容、线索与原则。他还对生命之学作了

含个体性的补充说法，说：“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培养史心云云的内圣意义的史

学观，即通过这八字诀与做人之学的义理阐述中元大出来，主要集中在如下一席话： 

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

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物质条件，乃在

长久的精神条件。须知我们大家负有此时代责任，须能把我们自己国家民族已往在长期中之

一切兴衰得失作为我求知识的对象。如此般的知识，可谓之是史识。历史上有过不少为民族

为国家为大群体长时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他们此种心情，可谓之是史心。培养史心，

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

为其学问之对象。由此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始得把其自身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 

这段文字，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由是可知，求取史识乃偏重在世运兴衰上说；培养史

心，则虽似偏重在人物贤奸上说，但乃是位序优先的、通贯的。故二者不能断然分开，合而

称之谓“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下面再补充四点。 

第一，按此段文字，培养史心，求取史识，做一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似是从史学目的论

上提出的。其实不然，它不仅是治史者应有之目的，也是会通大体的史学所本有自有能有的

意义与功用。所以，钱先生又说：治史“能懂得注意世运兴衰人物贤奸，积久感染，也自能

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自能于民族国家当前处境知关切。” 

第二。此所谓史心，是整体的、活动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前述提及的大心胸、对民族国家

的爱心、关切民族国家大群体前程的心志心情，以及心智，都在其内涵中，是“能把全部历

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的心。按钱先生心性论观点，人类生命是共同的，感情也是

共同的，思想理智也是共同的。这是因为心是人生一共同体，实际大群有一共同心。“人心能

互通，生命能互融，这就表现出一个大生命。这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

生命。”既然说是“能把全部历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当然就是心同理同的千古同

然心，也可说是千古同然情、千古同然理。这也就是钱先生所经常阐释的通贯过去现在未来

的大心、历史心与文化心。与历史融通一体之大心当然亦可简称之曰史心。钱先生又说，有

生命必有精神，由生命表露出精神，历史所见是文化精神生命。所以这历史心与文化心亦即

历史精神文化精神。由是可知，培养史心，亦即培养历史精神文化精神，将自家生命亲切投

进历史大生命，沉浸其中，融通一体。也只有如此，始能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 



7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7-9-16   

还有，钱先生在《双溪独语》中，曾提出心体智情意三分说，谓仁属情感，仁是心之本

体，知是心之功能。而且，还认为：“世运之转移，乃一本之于人心之所归向。而人心之所归

向，又可反而求证之于吾心之内德。此乃中国儒家传统大义，亦即我所谓人文历史观之至要

大义也。”所以说，培养史心是通贯的。而所谓“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云云，实即在史学

中培养自己的智慧与功力，充实主体，成就大心胸大智慧大心情。 

第三，所谓作一历史的正面人物，乃一比较特殊性的说法，改为普遍性的说法则是成一

人，成一合格的人。由前引文，已知钱先生认为世运兴衰人物贤奸无不关系在人心。一切世

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决定人的，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池又认为史学主要就在褒贬，

孔子《春秋》的主要精神，就在人事褒贬上。而褒贬当然有个标准，有个义理根据。 

在钱先生看来，人物贤奸系于道，根据与标准首先的主要的，不在其事业之成就与能力

之高下，而在其居心，在其品，在德性与道义，“德性与道义，乃是分别人品之主要标准”。

他认为这个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同时也是评判一般人的普遍的标准，是中国历史上一绝大精

神所在。他说，注意人物贤奸，应先问其人之品，再论其人之事。事业上要有才，但生活上

则更要品。我们不登上历史舞台，无才也不要紧，但不能不生活，也就不能没有晶。而所渭

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义理好指导人一条可遵循的路，教人德行，辞章培养人情感，考

据增进人知识。“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三者中，仍以人品德行

为最要，这也是做一历史正面人物的必要基底。所以，钱先生强调说；“人都该有品，都该有

他一份德性生活与道义生活，然后才能在此上来参加历史，作一历史的正面人物。”钱先生这

套人物贤奸的理沦，其实乃显发自儒家第一项人禽之辨的义理。 

第四，培养史心云云，作为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乃客观存在的道理如此。但如钱

先生所说，学问皆由人做。所以，史学的这个意义、功用与目的，须人去遵循即在实践中始

能显发、实现与达成。换言之，落到具体的治史个人上来说，却是或然的，境界亦是有高下

的。而要使或然性变成必然性，低境界升为高境界，还须有个相应的主观条件。这个条件，

按钱先生的观点，也就是前述之对国家民族长时期演变的关切心情，就是人品德性。其所处

理的理论问题，是德性与学问与知识的关系，具有哲学意义。此详见于收入《中国学术通义》

和《新亚遗铎》的<学问与德性>，收入《晚学盲言》的<知识与德性>、<学问与知识>、<知识

与生命>等文，须另文专述。不赘。其所阐述的中心思想德性首要观，与钱先生在其史学观中

重视人品德性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兹仅据《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在史学的意义、

功用与目的之框架中述其大意。①先要懂得注意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培养与此相关的义理观

念。②先要有关心民族国家的一番心情与抱负。③人品高，学问境界亦会随而高；人品低，

不能期望其学问境界之高。合言之，治史学，必先有晶有情，如此始真能发用，不仅是培养

史心，求取史识、作一历史正面人物一成人，即经国济世亦然。若无品无情来治史学，钱先

生认为，则将如无雄之卵，孵不出小鸡来。又指出，如一无德行无情感之人，一意来求历史

知识，则究其所得，也决不是历史知识。这是因为，一切知识，主要乃在学者本人之自身自

心上。一切知识应以德行、情感为本。 

儒家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归根结蒂，是一希圣希成德成人的学问。圣贤就是中国历史

上最大的正面人物，德性充沛，是做人的典范。钱先生将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又认定为

培养史心、求取史识、作一历史正面人物一有品之成人，如此，史学被纳入了儒家的内圣学

的轨道。 

五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总纲。内圣在做人，外王在治平。按钱先生的史学思想来分判，

做人之学所处理的乃个别人生问题，从用上说的培养史心云云即是。治平之学所处理的乃大

群人生问题，从用上说的经国济世即是。两者融通合一即钱先生所称之“全部人生”的问题。

“全部人生”亦只是一整体的大生命，故内圣外王内外终始贯通。由前述，由前引培养史心

云云一段文字，完全可以看到，培养史心的德性意义，人物贤奸是非评判的德性标准。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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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大群人生长时期演变前程之被视为治史必先备之一番心情，实已内涵并通向了经国

济世的外王意义。在钱先生的史学观里，经国济世与培养史心是联合交融一体的，借用他的

话说，是一内外的。因此，钱先生的史学观之基本特质是凸显展开史学而与儒学为一体，内

圣与外王两学并含而双显。经国济世，培养史心，是考据、辞章、义理、经济兼包会通的史

学大体之大用，是钱先生所发挥的全部历史人生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也就是他常说的学问之

全体大用。 

钱先生曾以心学与史学概括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而由他对史学体性所作的是生命之学、

实即儒学即心学、圣人之学的认定，由他的史学观之内圣与外王两学并含而双显，以及由他

之判识诸子唯儒家有史学，则他之认为“心学与史学，乃为中国传统学术中两大主干”，亦可

视作：“儒学乃中国文化主要骨干”的分析命题。事实上，钱先生明确说过：“说到中国学术

全体，自当以儒学为主干，儒学为中心。儒学应有两大主干，一为治平学，一为心性学。心

性是内圣之学，治平是外王之复兴儒学是钱先生长期坚持不变的主张与学术文化方向，此人

所皆知，这里不待征引细论。须在本文指出的是，由发挥史学之经国济世，培养史心之大用

中，钱先生提出了他的史学复兴论。他解释所谓历史正面人物，即是能参加民族国家历史大

趋、领导走历史正路大路之人物。此亦即他所认为的中国传统理想人物，“正为一世精神生命

之所寄，承上而启下，继往而开来”。而纵或天地变色，此历史文化精神所寄之理想人物正面

人物亦无变，“中国人之仍然为中国人，中国之仍然为中国，中国史亦仍然为中国史，则唯此

诸人是赖。史学既然能发挥出经国济世、培养史心、做一历史正面人物为一成人之大用，那

就理所当然的能对现代中国“辅衰起病”。所以，钱先生说：“史学复兴，则中国必然有一个

由衰转兴之机运”。 

孔子是万世师表，圣贤是中国人仍然为中国人的永垂典范。按钱先生的史学观，圣人之

学还是中国史学的根源与展开绵延；而圣人所著者即《春秋》，两干五百年来，中国历史亦多

受《春秋》一书褒贬义理之影响。所以，钱先生说：“非知孔子，则无以知中国史。非知中国

史，亦无以知孔子。”又说：“要明白得中国孔孟学说，要明白得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先通

中国之史学。”中国传统史学与儒学是一体发展的。因此，综合本文所述之钱先生的史学体用

观，他的史学复兴论内涵（亦是互涵）了儒学复兴沦乃至中国文化复兴论。 

至此，仅由此本文所阐述的儒学（意义）的史学观，我们已完全有理由，既可说钱宾四先生

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史家，同样也可说他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儒家。 


